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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分析过程中均有各自的优势和弊端。两种方法相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方法可以弥补

单个分析方法的不足，但在分析问题的设置、标本选取等环节均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在有效规避单种

分析方法弊端的前提下，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方法能从微观技术、成分和宏观自然、考古背景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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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是考古学家面对的最为丰富的古代遗

存，从技术、经济和社会学角度对古代陶器的生

产、流通和消费问题进行探讨，是解读古代社会

技术、经济、政治乃至信仰问题的良好途径，也是

我国考古学研究重心转移后的一项重要研究方

向。而从陶器角度解读古代社会生活，首先就要

解决陶器的产地问题［1］。之前有学者也曾从多种

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而今随着各种新科技在

考古学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催生出大量陶器产地

分析的研究案例［2］。

当前国内外对陶器产地问题的研究，主要从

陶器岩相学（XRD、SEM 在识别陶器胎体矿物类

型方面也有应用）和化学成分分析（包括 XRF、
ICP-MS、NAA等）两个角度展开［3］。相关分析方法

在陶器产地分析中的应用极大地增强了人们对

科技解读古代社会的信心，也拓展了人们对陶器

反映的古代社会的认识。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也存

在着诸多的问题，接下来就两类产地分析方法的

优势和弊端进行阐述，同时提出一个较为合理的

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研究范式，并在实践中对其

进行验证。

一、陶器岩相学分析方法的功能及存在的问

题

（一）岩相学分析方法的功能

陶器产地研究中的岩相学分析方法，主要通

过对陶器胎体中的包含物属性进行鉴定，进而根

据包含物的类型、颗粒特征等对陶器标本进行分

组，并与那些具有明确产地的陶器，或陶器源地

周边的地质学资料（地质学资料或黏土、砂子、石

头等自然标本）进行对比分析，再进一步探讨陶

器的大致产地。尤其是陶器中包含的那些具有明

确区位指示性的包含物，能为准确地定位陶器产

地提供直接证据。如大卫·皮科克（David Peacock）
团队早期开展的经典性陶器产地分析案例［4］，他

们在英国西南部发现一种广泛分布的史前陶器，

通过对其包含物的岩相学分析并对比区域周边

的地质学信息，发现此类陶器中含有一种仅在蜥

蜴半岛（Lizard Peninsular）出露的辉长岩岩屑，从

而找到了此类陶器的产地，证明了史前时期手制

陶器也存在着长距离的流通，极大地冲击了当时

人们对于普通日用陶器生产、流通问题的认识，

提升了人们利用岩相学分析方法探讨陶器产地

考古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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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信心。

另外，岩相学分析方法不仅能从包含物类型

方面定位陶器的产地，还能从较为宏观的视角解

读陶器的生产流程，进而从技术的角度追踪陶器

的来源。如对于陶器原料的制备问题，可以通过

对岩相切片中包含物颗粒的粒度、磨圆度、分选

状况等特征的观察，来推断特定时期、特定人群

对陶器原料的技术性选择，以及人们对陶器包含

物的加工情况［5］。再如对于陶器的成型技术问题，

如果岩相切片中陶器包含物或条带状气孔的长

轴或胎体的纹理呈环形分布，说明此类陶器可能

采用了泥条盘筑成型［6］，而以上属性如果呈平行

分布且与器壁保持一致，则说明此类陶器可能采

用了快轮拉坯成型［7］。而通过对陶器胎体颜色、旋

光性以及特殊包含物烧制后的蚀变情况的观察，

还能对陶器烧成气氛和烧成温度做出推测［8］。不

同时期、不同区域的人们对于技术的选择和应用

具有倾向性，因此，岩相学分析揭示的陶器生产

技术特征，同样可以为在大区域内判定陶器的产

地提供证据。

（二）岩相学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岩相学分析方法在涉及陶器产地和生产技

术问题的研究中具有巨大的潜能，但同时也存在

着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首先，分析对象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岩相学

分析虽然也能通过对陶器的成型技术、烧制工艺

等方面进行分析，进而为追踪陶器产地提供佐

证，但此种方法最大的优势还是通过陶器胎体的

包含物类型和结构特征来对其产地进行追踪。因

此，单就陶器产地问题的研究而言，岩相学分析

更适用于夹砂陶。对于颗粒粒度极小的泥质陶，

以及夹砂陶中最具地域指示意义的黏土基质部

分，岩相学就难以识别其各种颗粒的类型，从而

对产地问题的分析也就无能为力了。

其次，分析过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岩相学

分析的标本多为 2、3 平方厘米大小的陶器断面。

如此小体量的标本，在陶器原料分布不均的情况

下很可能会造成胎体信息的遗失。尤其是在均质

性较差的夹砂陶中，切片取样位置若错过了带有

地域指示性的“指纹元素”，或者样品恰好取在某

类包含物分布极其密集的区域，就会造成产地信

息的丢失或对产地的误判。同样，在对地质环境

相对复杂的遗址周边的黏土标本进行调查取样

时，由于自然环境的沧海桑田和各种资源在水平

和垂直层面上分布的不均衡性，很难实现对各种

黏土标本进行全面的采集。但是那些调查中错过

的自然标本，很可能正是探讨陶器产地问题的关

键，而这些标本的缺失，会使我们的研究结论大

打折扣，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

另外，分析结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如在使

用岩相学方法对陶器包含物含量进行评估时，通

常是对照地质学研究中常用的矿物比例参考图

来估值［9］，这样得出的结果可能会因人而异、因时

而变，从而造成不同的分析者或者同一分析者在

不同时间得出不同的结论，进而影响到对陶器标

本的归类。

最后，对分析者的知识背景和毅力有较高要

求。岩相学属于自然科学，即便分析者能够准确

得出有关陶器胎体中颗粒类型的数据，但对于这

些数据的解读，及其与特定地质环境之间的关

联，都需要扎实的地质学背景知识。而相关知识

的缺乏，会直接影响着分析结论的科学性和全面

性。另外，常规的陶器岩相学定量分析，需要分析

者对每个切片至少采集 200 个点的胎体信息［10］，

而一个研究课题中多达数十、数百的分析标本，

是对研究者时间和精力的极大考验。

总之，任何分析方法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

陶器产地的岩相学分析同样如此。在正视缺陷的

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在目前众多的陶器产地

分析方法中，岩相学是从陶器胎体结构和矿物构

成方面探讨产地问题最为直观、成熟和有效的方

法。

二、化学成分分析的功能及存在的问题

（一）化学成分分析的功能

陶器的化学成分分析，就是采用各种元素测

量技术，对陶器标本的主、次和微量元素进行尽

可能全面、精确的测量，进而通过各种统计分析

方法对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最终获得各类陶器

的化学元素构成特征，并对不同来源或技术特征

的陶器进行分组和归类。

与岩相学分析通过包含物属性来推测陶器

生产环境的方法相似，化学成分分析通常也能根

据陶器的地球化学特征来预测其相应的产区。如

高浓度的铬和钴元素表明原料地的铁镁质矿物

含量丰富，而丰富的稀土元素则指示着陶器产地

周边存在着酸性火成岩的分布环境［11］。另外，通

过化学成分分析去追踪陶器的具体产地时，还必

须要有适宜的参考样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化学

成分分析的结果反映出的多是相应元素含量高

低的差别，而古代陶工在陶器生产过程中，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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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于陶器生产的天然黏土极其有限，很多时

候他们会对原料进行筛选、添加羼合料甚至混合

不同类型的黏土原料，从而改变了天然黏土中各

种化学元素的原始含量。因此，通过化学成分分

析来追踪陶器产地的过程中，合适的参考样品并

不是天然的黏土，而是加工后的泥料或具有明确

产地的初成品，如陶器生产作坊内发现的泥料、

陶坯等。但是这类遗存在古代遗址中发现有限，

而相关的分析证明，陶器烧制前后胎体元素含量

的变化是微不足道的［12］，因此，作坊内发现的陶

器、残次品，以及其他具有明确产地的陶器产品

同样可以作为适宜的参考样品。

结合参考标本，在对同一遗址或区域内的大

量陶器进行成分检测之后，便可形成该遗址或区

域内较为稳定的元素构成模式。尤其是在新石器

时代中晚期及以后，随着陶器生产方式逐渐超越

了自给自足的家庭生产，以交换为目的的规模化

陶器生产日渐兴盛［13］。为保持稳定的生产质量并

有效规避技术波动带来的风险，陶工在陶器生产

过程中较为注重对制陶原料的深加工，并在一定

时期内会持续采用同一原料配方［14］，反映在陶器

化学成分上，就形成了各个时期陶器中的元素配

比模式波动不大的现象。根据这些稳定的陶器元

素配比模式，我们就可以将同遗址或同区域的陶

器划入各自的生产单位，进而探讨生产规模的历

时性变化问题，还可以将不同区域的陶器还原到

各自的生产地，进而探讨陶器的跨区域流通问

题。

当然，以上只是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在陶器产

地分析研究中的理想情况，单纯采用此种方法追

踪陶器产地，同样存在着诸多方面的问题。

（二）化学成分分析方法存在的问题

采用化学成分分析方法探讨陶器产地问题，

最大的挑战在于找到适宜的参考分析标本，这在

上文已经有所提及。但是考古遗址中能直接反映

陶器原料类型的遗存，如陶窑中的陶器、残次品

或者制备好的泥料等，数量有限且时空关系完美

匹配者极少发现。而在缺乏此类参考样本的情况

下，对遗址或区域内的出土陶器标本的成分检

测，虽然也能获得一些稳定的陶器元素配比模

式，但这些模式很难与特定的生产背景相关联，

从而在对数据的解读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影响到

对陶器产地及后续的生产方式、流通和消费等问

题的系统解释。

另外，分析样品的选取同样是制约化学成分

分析结果，并影响对陶器产地问题探讨的重要因

素。尤其是夹砂陶，由于有些用于成分检测的样

品体量仅为十几克甚至是几十毫克，而陶器胎体

中的包含物粒度和类型多样，同一陶器的不同位

置也可能会存在着包含物颗粒的富集或缺失。因

此，如何尽可能地使所取样品能代表整个陶器，

如何尽可能地减小同一生产单位生产的同期产

品的标本误差，同样是化学成分分析方法研究陶

器产地问题所面临的挑战。

分析元素数量和类型的选取，同样是制约陶

器产地分析结果的关键。加曼·哈莫特（Garman
Harbottle）曾对14 400个采用中子活化分析获得的

陶器化学元素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当元素数

量少于 17个时，不同产地的陶器标本在统计结果

上难以区分［15］。目前各类化学元素分析技术所能

检测的元素数量各不相同，但多数可以检测 20个

以上的有效元素含量。而对这些有效元素的取舍，

将会直接影响到产地分析的结论。另外，由于陶器

中包含物的密度差异，以及包含物中微量元素普

遍较低的特征，在陶器产地分析过程中，微量元素

分析要比主、次量元素分析更为有效［16］；由于土壤

环境或地下水的差异，陶器废弃后的埋藏环境也

会影响到胎体中磷和钙等元素的含量［17］。当区域

内地质环境较为一致，尤其是以粉砂质沉积环境

为主时，区域内不同作坊陶器原料的差别可能只

是体现在大粒的羼合料上，而这部分大颗粒羼合

料的含量已被证明对陶器中的微量元素的含量影

响甚微［18］，因此，微量元素对特定区域的陶器产地

分析也并非永远有效。另外陶器中的磷和钙元素

并非单单与埋藏地所在的人居环境有关，有时候

人们为了改变黏土性能，会在陶器原料中添加草木

灰和石灰石等羼合料［19］，从而人为地造成陶器中磷

与钙元素的高含量。因此，在经过矿物学分析之

前，轻易地剔除这些元素，很可能会造成分析结果

的偏差。

三、岩相和化学成分分析——一个综合性陶

器产地分析模型

通过上文的阐述可以发现，岩相学和化学成

分分析方法在探讨陶器产地问题上具有巨大的

潜力，但是单独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法进行产地

研究，都会存在各种不尽人意的效果。虽然很早

就有人提出将不同的分析方法相结合进行“综合

性”研究［20］，但是具体对于岩相学和化学成分分

析这两种方法的对应和互补分析上，却很少有人

进行过系统的阐述。故笔者结合近些年国内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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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实践，综合以上两种方法的优势，提出每一

步研究中的注意细节，形成一套具有互补性的陶

器产地分析模型，并以丁公遗址的陶器产地分析

的实践对其进行验证。

（一）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模型的内容及要

点

本文所指的产地分析模型，特指系统性地探

讨陶器产地问题的方法论框架，具体步骤及各环

节需要注意的关键点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1.提出合理的问题假设

一个产地分析课题要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对将要解决的问题的设置。如鲁中南的王

因遗址中出土的榧螺是非常重要的［21］，因为它表

明当时存在着内陆与海滨之间物品的交流。而对

于沿海地区的青岛北阡遗址［22］来说，探讨海生贝

类遗存的产地的学术意义则比较一般，因为该遗

址在大汶口文化时期距海不远，海生贝类等唾手

可得。因此，在我们设置产地分析相关的研究问

题时，有必要对研究区内部及周边地区的古今自

然环境、考古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以陶器产地

分析为例，我们需要在准确把握区域地质概况、

同时期的陶器生产技术、现有的陶器标本和可用

的参考标本的基础上，找到其与期望解决的问题

之间的平衡。同西方考古学中的“演绎”型的推导

方式相似，我们可以就研究区内陶器的产地及其

他相关问题作出合理的假设。当然这种假设也要

建立在相关考古证据的基础上。

关于研究问题的细节。确定陶器为何处所生

产是所有陶器产地分析研究的核心，其他拓展性

的问题还包括，诸如陶器生产技术、组织的历时

性变化情况，陶器在区域内外是否有流通，以及

流通规模、线路和范围如何，等等。值得注意的

是，最终的研究结论可能对部分问题给出“是”和

“非”的二元性反馈，而对其他问题则有可能会给

出多选型的回答，因此在设置研究问题时，要对

最终结论与原假设不一致的各种可能性做好心

理预期。

另外，对产地范围的界定是设置研究问题的

关键。对于研究区域、考古背景和研究深度不同

的课题，人们对其产地范围的界定也有不同的要

求。如进行文化区之间陶器流通问题的研究，则

至少应以文化区的边界为限定义陶器的生产单

位；如探讨文化区内遗址间的陶器产地和流通问

题，则最好以各个遗址为最小生产单位；如果发

现有陶器生产相关的直接证据，就要以这些不可

移动的生产遗存为最小生产单位来界定陶器产

地；再如不同的研究区都不曾发现生产类遗存，

但是在地理环境上可以截然分开，就可以把不同

地理环境的研究区视为两个生产单位。当然，在

通过陶器产地分析来深入探讨古代人群和物品

流通问题时，生产单位的界定还要考虑到遗址或

区域之间交流路线的畅通性以及其他相关产品

的交流情况。如生产单位所在区域之间是否存在

高山、大湖等古代难以逾越的障碍，相互之间是

否存在着明确来自对方的其他类型遗存等。综合

考虑各种因素后界定出符合研究区历史实际的

“产地”范围［23］，才能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明确的空

间框架。

2.根据问题搜集相关的证据

问题假设只是研究者根据现有证据对过往

历史现象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则需要系统地

搜集各种材料对其进行论证。以岩相学和化学成

分分析为基础的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方法，需要

研究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资料。

首先，准确界定陶器岩相学和化学成分分析

的参考标本。其中，岩相学分析的参考标本相对

宽泛，一类为陶窑内发现的陶器、窑址周边的陶

器废品、残存的泥料、陶坯，以及其他一些具有明

确产地背景信息的陶器。足够数量的此类标本可

以形成本地陶器的岩相学成分构成标准，从而能

够快速地实现对分析样品的归类和域外陶器的

识别。另一类则为自然标本，如遗址或生产区周

边的黏土、砂子和石块等。这类标本可以作为对

第一类标本的补充，同时在第一类标本缺失或不

足的情况下，为从岩相学特征上识别本地陶器提

供依据。如某些黏土在古代可能被直接用于制

陶，有些砂子或石块可能会被加工后作为羼合料

用于陶器生产，因此通过这些参考标本的岩相学

特征，我们大致可以对研究区内的陶器来源做出

推测。化学成分分析的参考标本类型则相对有

限，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仅同于岩相学分析的

第一类参考标本，在此就不再赘述。

其次，合理设置分析和参考标本的数量。一

个原则是取样数量要足够大，但并不存在一个普

适的标准。通常情况下，对于分析标本，研究者要

结合可用标本的数量、器形、陶质陶色，以及研究

区的规模和周边的地质概况等多种因素，以时间

或空间为标尺进行等比例挑选。根据以往的经

验，在理想情况下，化学成分分析的样品要尽量

保证每个遗址、各个时期的每种器形标本数量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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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 15 至 20 个之间［24］，而用岩相学分析数据去

界定有效的陶器分组时，5至 10个以上的同类标

本才能说明问题［25］。参考标本的选取，同样需要

综合考虑遗址的规模、标本的位置及其与遗址的

间距和连通性、区域地质环境的复杂性等因素。

其中，对于河流周边参考标本的选取，通常下游

标本数量要比上游多，以便更全面地了解整个流

域内的地质概况。另外，尤其要注意对人工或自

然形成的剖面位置的标本选取。

再次，要尽可能地掌握研究区及周边地区的

地质和地理环境信息。黏土和黏土中的砂质包含

物都是岩石风化、蚀变和沉积作用的产物，用其

制作的陶器在低温烧制过程中并未抹去其附带

的产地信息。因此，对研究区及周边地质环境数

据的掌握，能为宏观地识别分析标本的可能性产

地，进而探讨陶器流通问题提供依据。地理环境

数据为陶器产地分析提供了有关研究区周边的

植被、水文和人类活动范围等信息，从而为判定

研究区内是否具备陶器生产所需的水源、燃料和

贝类、稻壳等特殊羼合料，以及间接推断陶器生

产规模和区域交流等问题提供支撑。

另外，陶器产地分析还要对研究区及周边的

考古学背景具有深入的把握。产地分析所面对的

是各种不会说话的标本，而探讨的却是生产、流

通和使用这些标本的人和人类社会。因此所有的

分析都应置于古代人类社会的大环境中，并做到

分析的结果尽可能地与已知的古代社会现实相

契合。要做到这点，需要研究者在分析之初就对

所研究的区域在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状

况有深入的理解，尤其是要理清研究区内各种考

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关系、同时期遗址的等级和

密度、陶器的类型和生产技术传统等。系统地梳

理和掌握研究区相关的考古背景资料，是有效解

读陶器产地分析数据的必备条件。

同样，采集标本的过程中，在问题意识的引

导下对其所属遗迹单位的性质和数量进行准确

把控，也是实现研究目标的关键。比如在标本的

类型学特征不明确的情况下，灰坑中出土的标本

通常要比来自地层的标本具有更强的共时性，因

此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选择来自灰坑的标本；再

如居址中保留的陶器更能有效地与其所属的居

住者建立联系，因此在通过陶器分析来探讨不同

类型居址的人群层级、消费习惯等社会问题时，

最好同时选用居址中的标本进行分析。

当然，很多时候研究者都对其掌握的那些能

够论证预设结论的材料的丰富性和有效性过于

自信，但在分析的过程中又总能体会到证据的不

足。因此，在获得有限的分析证据的基础上，可以

对预先设置的假设性结论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便

使现有的材料能充分地论证或推翻这个结论。

3.样品制作和标本检测

为了尽量避免出现主观性和偶然性结论，综

合性陶器产地分析在样品制作和标本检测环节，

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要确保分析标本在所有同类陶器中的

代表性。这一点主要是针对那些原料掺和不均的

夹砂陶，在上文关于岩相学和化学成分分析中存

在的问题部分已有所阐述。对此需要在标本选取

环节强化对不同陶器的分类，还可以采用放大镜

或体视显微镜尽可能多地观察标本断面，定性判

断陶器包含物分布的均质性，同时也可以选取同

一标本的不同位置并检测其元素含量的误差范

围，从而使待分析的标本能尽可能大地反映同类

器物的微观特征。

其次，制样过程中的细节同样影响最终的分

析结果。如陶器使用过程中内壁附着的钙质沉淀

物，会严重影响陶器的化学成分构成，因此，在制

样之前需要对陶器内外壁进行彻底清理；岩相切

片的切割方向会影响到对陶器成型工艺的判断，

而与器体垂直方向呈 45°夹角进行切割，或者每

个标本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各制作一个切片，则能

兼顾对不同陶器成型方式的探讨；黏土类参考标

本在制作切片之前，通常要糅合均匀并在大致与

同时期陶器烧成温度相当的环境中烧结，这样制

得的参考标本切片与陶器切片更具可比性。

另外，正式制样与检测之前，需要进行尝试

性制样和检测。古人的某些特殊生产行为可能会

对最终的分析结果造成干扰。例如在一个地质环

境较为复杂的区域，具有采用岩相学方法追踪陶

器砂质包含物产地的良好条件，但是如果古代陶

工采用骨头、陶渣或者稻壳等地域指向性不强的

羼合料制作陶器，那么岩相学方法追踪陶器产地

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同样，对于地质环境复杂，

但陶器包含物属性特征一致的同一区域或不同

区域的陶器，我们也只能通过尝试性分析得出的

结论，进一步的调整或扩大化学成分分析的标本

量，从而利用化学成分分析数据对标本进行区

分。因此在正式的样品制样和分析之前，最好针

对每个遗址、每个时期的每类陶器分别抽取一定

比例进行尝试性分析。这样形成对研究区陶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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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初步结论和宏观把握，从而能在后续的分析

中做到有的放矢。此外，根据尝试性的分析结果，

还有机会在主体标本制样之前，对标本结构和数

量进行调整，以此避免时间、精力和资金的浪费。

4.数据筛选和统计分析

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最终获得的是两类可

以对比验证的定性和定量化数据。其中定性数据

主要来自于岩相学分析，包括对陶器胎体包含

物、黏土基质、气孔的比例概述，包含物粒度、朝

向、磨圆度、分选状况的说明，气孔形制和长轴朝

向、胎体颜色和旋光性的描述等［26］。这些特征不

仅可以作为岩相学定量分析的参考，也能从生产

技术层面对陶器的分组情况进行验证，更能直观

地对比参考标本和分析标本。岩相学分析也可生

成 定 量 化 数 据 ，如 对 陶 器 包 含 物 的 点 统 计

（Point-courting）［27］，具体包括各类包含物的比例、

粒度分布，有时还要对胎体基质、气孔等组成部

分的特征进行定量或半定量的统计分析。化学成

分分析获得的主、次量和微量元素含量都是定量

化的数据，但是不同的检测设备的精度不同，所

能检测的元素数量也各有不同［28］。以当前比较常

用的 X 射线荧光光谱仪（XRF）为例，可以检测包

括所有主元素在内的 15～20种元素的含量，但是

微量元素含量的检测下限仅在 10～20ppm。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作为当前陶瓷成

分分析最为精确的仪器之一，可以有效检测的元

素类型高达 30多种，检测精度可达 1ppm，但是这

种检测方法的样品制备过程相对复杂，检测成本

也相对较高。

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所获得的定量化数据

种类众多，但并非所有数据均适用于最终的陶器

产地分析。根据前期研究经验，在岩相学分析数

据中，陶器包含物粒度和分选特征相似的条件

下，通常岩浆岩类包含物要比砂岩、泥岩等沉积

岩类包含物更具有地域指向性；在同等条件下，

岩屑颗粒要比单纯的矿物颗粒更能说明问题。对

于化学元素分析数据，通常是根据检测设备和陶

器的胎体特征确定分析的元素种类。如对于泥质

陶和胎体包含物岩相特征较为一致的夹砂陶，在

精确获得微量元素含量的条件下，微量元素表现

出的地域指示性要比主次量元素都要强；而在陶

器胎体岩相学特征异质性较强的情况下，对硅、

铝、钙等主次量元素进行分析，并对比岩相学分

析结果，则能得出更加可信的产地分析结论。此

外，由于分析标本在制作、使用和埋藏过程中会

吸附或析出部分磷、钙等元素［29］，如生产过程中

添加蚌壳等钙质羼合料，或者出土于古代厕所等

磷元素富集的环境等情况下。因此在数据分析之

初，最好对此类元素进行方差分析，同时结合出

土环境和标本的岩相学特征确认其元素波动的

原因，适当情况下，可以在分析过程中将这些元

素剔除。

至于统计方法，同样采用常规的因子分析、

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和对应分析等［30］，在此不再

详述。统计的内容，则要在预设问题的引导下，从

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对同时期同区域、同时期不同

区域、同区域不同时期的陶器岩相和成分特征进

行统计分析。同时，这些分析还可分为单纯的陶

器标本分析，以及分析标本和参考标本的混合分

析，单纯的岩相学或化学成分分析，岩相学和化

学成分的混合分析［31］，等等。

5.解读数据，验证结论

对分析数据的解读，是陶器产地分析的关键

一环，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首先，分析标本检测数据（化学成分和岩相

数据）的聚集是否指示着同一产地。在没有其他

附加条件的情况下，任何单方面的证据都不是十

分地充分。因为资源与环境相似的遗址或区域之

间，在存在技术、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古人可能会

采用相同的陶器原料配方和成型技术等［32］，从而

使分析标本的微观成分呈现出汇聚的情况。但是

在具备特殊的参考标本或区域内环境差异悬殊

的前提下，以上分析标本的汇聚就有了同一产地

的指示意义，如我们就曾根据鲁北地区特殊的地

质环境，从岩相学视角对一类贵重陶器产地进行

过科学的解读［33］。

其次，参考标本与分析标本的汇聚是否表明

产地的一致性。这一点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分析标本的岩相与成分数据都与具有明确

产地的陶器类参考标本聚集；二是分析标本的岩

相与成分数据相对应，且包含物岩相学特征与遗

址或区域周边的地质环境标本（黏土、砂、石等）

一致。其中前者成立的附加条件是，确保参考标

本产地的唯一性，因为在生产原料和技术传统相

似的区域，来自特定生产单位的参考标本实际上

反映着周边区域内多个生产单位的产品信息，因

此即便分析标本与参考标本的特征一致，也只是

笼统地圈定了分析标本的大致来源，但不能指明

其具体产地。至于后者，除非在分析标本和地质

学参考标本中发现了区域指向性极强的“指纹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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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陶片标本和地质学参考标本中均发现了

在研究区内仅有一处出露点的辉长岩［34］，才能指

明陶器标本的确切产地。否则，研究区内广泛存

在的地质学参考标本与陶器分析标本的对应，也

只能说明存在着陶器在区域内生产的可能性。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陶器是人类社会与自

然资源融合的产物，其制作技术、器形、纹饰和功

能等属性蕴含着特定时期人群的技术水平、经济

形态和文化信仰等［35］。这些属性特征在时空分布

上的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所承载的社

会涵义的稳定性。但是陶器属性和空间分布变化

的原因却可能是多种社会、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以由产地问题派生出的史前社会陶器的流

通问题为例，以互惠、再分配、交换或远程贸易为

代表的纯政治、经济行为，或者规模性人群迁移、

持续性的跨区域人群流动等行为附带的陶器空

间位置的变动，在考古遗存中均能呈现出陶器的

流通现象。因此，在缺乏对陶器流通规模、区域互

动相关的其他遗存、人群交流的性质等社会背景

信息全面把握的前提下，要避免对陶器流通现象

的性质进行简单化的解读。

（二）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的实践

由岩相学和化学成分分析结合、互补而形成

的综合性陶器产地分析方法，在实践中具有很强

的可操作性，且在对丁公和周边遗址龙山文化陶

器的产地分析研究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36］。

丁公和桐林、城子崖等遗址均以发现龙山文

化城址而著名，且均处于历史上鲁北地区重要的

交通要道一线［37］，丁公遗址本身还发现数座龙山

文化陶窑［38］，周边遗址也均有大量各类陶器出

土。制陶业作为史前重要的手工业分支，对其陶

器产地及其与周边遗址的流通现象进行分析，对

从社会经济层面反观古代社会复杂化进程问题

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以丁公遗址为中心，在广

泛搜集区域内制陶遗存及鲁北地区自然环境信

息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对研究问题的假设：丁

公遗址龙山文化陶器为本地生产，且存在着日用

陶器的大规模生产和交换。

接下来，基于问题的假设，以丁公遗址为重

点，根据遗址规模、主要发展阶段、可用标本数量

等因素，针对性地选取了桐林［39］、城子崖［40］、前埠

和鲍家［41］等不同等级遗址的陶器标本。而后等比

例地抽取部分标本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和岩相学

分析标本的科学制样、试分析。试分析的结果表

明化学成分分析和岩相学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

并且在缺乏合适的参考样品的条件下仍有可能

对研究的问题做出推测。于是对所有标本进行系

统的岩相学和化学成分分析，并根据元素含量的

有效性、岩相成分的地域指示性等因素对获得的

数据进行筛选和统计。在经过对多种成分组合进

行尝试性分析后，确定砂岩、火山岩、正长岩、碳

酸盐颗粒，以及铝、硅元素含量与各遗址不同时

期的陶器分组情况有较强的相关性。

在获得有关陶器的微观成分组合之后，如何

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是产地分析的重点和难

点。从日用夹砂陶的岩相构成来看，鲁北地区多

个遗址的标本中均包含一种颗粒圆润的碳酸盐

岩类包含物，尤其是在丁公遗址，比例高达90%以

上，且遗址周边存在此类包含物的源地。另外从

生产技术层面来看，这类陶器中此类包含物在粒

度、分选和含量等方面也表现一致。结合丁公遗

址发现的集中分布的陶窑、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时

期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趋势、聚落分化特征，以

及欧美国家盛行的古代手工业生产的政治经济

学解释模式，我们很容易像前期问题假设的那

样，认为丁公遗址是该区域一类陶器的生产中

心，区域内存在此类陶器的规模化生产和流通现

象。但这个假设很快被化学成分分析的结果所推

翻。通过对夹砂陶中Al、Si、Ca以及数百个泥质陶

标本中Rb、Sr、Nb等微量元素含量的对比分析，发

现各个遗址的标本主体部分均相互独立汇聚，仅

有少量标本存在遗址间的交叉分布，可见各个遗

址存在着独自进行陶器生产的可能性。而鲁北地

区的地质环境研究表明，泰沂山北麓广泛分布的

石灰岩地质能为河流下游沿岸遗址的陶器生产

提供此类原料。在龙山时代技术交流的推动下，

不同遗址的陶工生产的陶器在包含物比例、类型

甚至产品规格方面完全可以表现出相似的特征，

此时各个遗址间陶器的差异只能通过黏土原料

的化学成分进行区分。

而对于那些在化学元素上表现为遗址间交

叉共存的夹砂陶标本，岩相学分析则能为追踪其

具体产地提供有力的证据。它们在岩相学特征上

表现为胎体包含物以中基性岩屑和铁镁质矿物

为主，尤其是正长岩岩屑，作为追踪其产地的“指

纹信息”，其在鲁北地区有限的出露点，将以其为

包含物的陶器产地明确地指向了桐林遗址西南

区域，而此类陶器在自桐林至丁公遗址一线的存

在，表明了龙山文化时期该区域东西向的文化交

流线路。此观点同样被该区域的白陶产地分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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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证明［42］。另外，对于岩相学分析无能为力的

泥质陶，其中在化学成分上表现为各个遗址的主

体陶器标本集中分布，同时存在少部分遗址间标

本交叉分布的情况。根据标本所属的遗址类型，

可知当时此类陶器同样存在着各自独立生产、部

分流通的现象，而且这种陶器的流通在高、低级

聚落之间的方向并不单一。

总之，陶器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各种因素融合

的复杂产物，目前任何单一途径对其产地问题的

探讨都有失偏颇。岩相和化学成分结合的综合性

陶器产地分析方法，则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单一

分析方法的不足，同时能从微观技术、成分和宏

观自然、考古背景相结合的角度为解读我国古代

陶器手工业经济提供独特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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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Provenance Analysis of Pottery: Methods and Practices
LU Qingyu WANG Fen LUAN Feng-sh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Petrography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are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for analyzing

the provenance of archaeological pottery in Europe and America, each having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
tages. The comprehensive method combining the two methods can make up for the drawbacks of each single
method. Special attention, however, is required in questions setting and specimen selection of the compre⁃
hensive analysis process.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hich combines micro examination of the technology
and composition and macro investigation of the natural, archaeological backgrounds, provides a unique re⁃
search paradigm for studying the pottery industry in ancient China.

Key words: pottery; petrographic analysis; chemical composition analysis; function; disadvantage;
comprehensive provenanc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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